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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经90岁的秦伟是最早参与筹建
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的工程技术人员之一，新
中国成立初，无线电专业尚有神秘感，人才
更是抢手，从西北工学院无线电专业毕业的
秦伟从毕业那天起就被抢来抢去，命运的旅
途从西南到西北一路顺风，后来留在了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可时间不长，他又被支边的
领导相中，点名带到了宁夏。

1958年 6月，秦伟从北京踏上西行列
车向宁夏出发。见证并全身心地参与了
宁夏广播事业从无到有的艰难起步。那
年他刚刚 28岁。

秦伟：我是 1930年出生，西安人，大学
学的是无线电专业。1951年 3月在四川参
加工作，那时懂无线电的人很少。工作后
是南下北上，四处奔波，参加过四川、内
蒙古、河南、重庆等地广播电台的建设。

在重庆搞无线电工程安装时，当地主管
工程师知道我懂无线电，又肯钻研，就问我
愿意不愿意留在重庆。重庆是大城市，文化
积淀很深，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后来这位
老工程师真的把我调到了重庆，从那开始，
积累了很多电台发射机设备安装经验。

那时候没有电视，广播还处在普及和发
展阶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缺专门的技
术人员，派人到全国“抢人”，1953年我又被
调到了北京，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技术部。

进了首都特别高兴，工作上轻车熟
路，得心应手，热情更高了，从来不知道
累。忙里偷闲，还在北京处了个对象，经
常约着到景山公园一起读书，那时候真的

感觉工作和生活都充满了阳光。
1958年 5月我到天津出差，在出差地

接到北京的电话，让我马上回京，回去后
还没休息，组织上就找我谈话，说调我到银
川，参加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的筹建工作。

说真的，听到这个调令后懵了，一是
对宁夏一无所知，二是在北京刚刚有了对
象，舍不得离开北京。

我准备给领导讲讲自己的情况，希望
能留在北京。找我谈话的领导说：宁夏回
族自治区正在筹建，还要建一个广播电
台，需要专业技术人员。他还告诉我，是
刘亚民点名要的我，他这样一说我就明白
了，没有回旋余地了。

刘亚民是筹建宁夏人民广播电台最
早的负责人，那时候我与刘亚民也不是很
熟悉，只是刚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后，
在刘亚民的领导下做过一个工程。那时
候工作热情很高，每天爬高跑下的也利
索，干事没怨言，还经常能用些小技巧解
决工程上遇到的难题，也就引起了刘亚民
的注意，点名把我要到宁夏。

当时倡导做革命的螺丝钉，接到调令
后就开始做去宁夏的准备。没想到的是，
手头的事情还没交接完，宁夏的工作就压
到身上，而且关系重大。

上世纪 50年代，有这样一句话很鼓舞
年轻人：“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
里搬。”准备离开北京的秦伟没有过多考
虑对象的问题，更多的精力是在考虑怎样
做好这块革命的砖。没想到的是，在办交

接手续过程中，正在筹建中的宁夏人民广
播电台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砖，搬到了
重要位置。具体工作是去选择关键的技
术设备——发射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老同事们说：“秦伟还没拿宁夏台的工资，
就开始干起了宁夏台的活。”

秦伟：在我办理调动手续时，中央台调
拨了一台二手发射机给宁夏，让我去把北京
一个老电台的发射机拆下来带走，我参与并
负责过那个老电台的建设。当时北京有一个
发射机组，是由西直门、紫竹院和王府井白纸
坊的 3台发射机组成，信号覆盖了北京市。
解放后北京市地域面积扩大了，信号强度不
够，换了更大功率的发射机，原来3台小功率
发射机就调拨给了地方台。给我的任务就是
在3台发射机中选出1台拆下带走。

那 3 台发射机有 1 台是缴获国民党
的、另两台分别是北京广播器材厂和天津
广播器材厂的，我对 3台设备的性能与安
全性都比较熟悉。

让我代表宁夏台去选设备，那我就要
选最好的。我指名要在白纸坊的北京广
播器材厂生产的发射机，原来老电台的人
以为我不懂，开始还鼓动我选新一点的天
津广播器材厂的产品。可我知道 3台设备
中北京的那台质量最好，就坚持要那台质
量最好的。北京老电台的人一听就不干
了。双方谈不下来，报到中央广播事业局
的技术处，让上级仲裁解决。

中央台技术处的领导开始也想让我
选最新的那台设备，但我坚持不论新旧，

只盯着质量最好的。我跟技术处的领导
争论说：宁夏地处西部，各方面条件都比
不上北京，遇到问题解决难度大，应该选
择一台技术性能相对稳定的设备。中央
台的领导也很有大局观，最终同意了我的
要求。一些老同事很不高兴，说我还没拿
宁夏的钱就开始偏宁夏的心。

在深知关键技术设备性能优劣的情
况下，秦伟靠技术积淀和坚持为宁夏人民
广播电台在装备上争得了第一个先手，但
要让先手变成结果，他还需要继续在没拿
到宁夏工资的情况下，再干点宁夏的活，把
设备全部拆解下来，完完整整地带到宁夏。

秦伟：整个拆解过程十分麻烦，一个
小螺丝和小垫片都不能少，有的东西还娇
贵，怕伤着，大箱子套小箱子的仔细包装
起来，特别费事。

最大的部分是发射机架，大概有八米
长，厚度和宽度也有两三米，这是个关键
的设备，整个拆除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做，
一来争设备时得罪了人，二来我也不敢让
别人插手，怕弄掉个小零件什么的，还要
做详细的记录，用了一个多月。

火车站托运时又遇到了难题，一说要
托运到宁夏，管托运的人说，宁夏早就撤
销了，无法托运。

我把这个情况报告领导，请他们想办
法，自 己 先 坐 火 车 离 开 北 京 ，到 了 宁
夏。火车先到西安、再转车到兰州，当
时银川还没通火车，只能先到中卫再乘
汽车到银川。（蔺银生 马君武 整理）

高韵笙老师还向我们展示了保留的
一些纪念章，有波兰的金十字勋章；罗马
尼亚银质勋章；捷克斯洛伐克反坦克英雄
勋章；1957年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节获得
的《水帘洞》金质奖章；还有他参加抗美援
朝纪念章和全国政协会议的纪念章。

高韵笙：《水帘洞》这出戏是中国传统
的京剧看家剧目，里边的猴戏分量很重，
也是京剧四团每次出国访问带的经典剧
目，外国人对里边的猴戏特别叫好。

当时所到的一些非洲国家与咱们还没
有建交，按总理的话讲，我们这是戏曲外
交。记得去埃及演出时，中国与埃及还没
有建交，我们演出结束后不长时间，埃及总
统就下令，限台湾驻埃及代表 3天内离开。

我们还参加过在埃及的升国旗仪式，
当时的外交部领导说：“与埃及建交过程
中，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听后
都很激动，也特别的自豪。”

那几年出访任务真不少，很多外国人
压根没看过京剧，但他们对中国的京剧艺
术还是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好奇。特别
是猴戏，用猴拟人的表演，内涵很深。他
们特别喜欢看京剧里的猴戏和武打戏。
也因为我在戏中出演美猴王，一些国外报
纸还给我送了个“国际猴”的美誉。

我们到国外出访演出时都是国家民
委副主任马玉槐带队，1955年，马玉槐带
着我们上巴基斯坦访问演出，我们所有演

出的道具、服装、化妆用的箱子都是自己
搬，自己抬。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所有演出需要做
的活都是自己干。大角也跑龙套，也打扫
卫生，非常平等，全团上下工作氛围特别
好。在巴基斯坦是露天演出，舞台是我们
自己设计的，搭台子、拉布景、搬道具、布灯
光、装车、卸车全是我们自己干，所以马玉
槐对我们团的作风特别喜欢，很是信任，也
是因为信任，他把我们从北京要到了宁夏。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马玉槐
从国家民委调到了宁夏当副主席。据马
玉槐后来讲，筹备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
周总理找他谈话，问有什么困难和需要，
他对周总理说：“希望把中国京剧院四团带
到宁夏，有外事活动也能露脸。”周总理满
足了马玉槐这个要求，就这样，中国京剧院
四团从北京来到宁夏，组建了宁夏京剧团，
高韵笙说：全团都来了，来的时候热情很
高，一心一意想着为建设边疆出力。

高韵笙：在来宁夏前，对这里没有一
点了解，团里先是召开了会议，宣布这个
消息，同时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宁夏的情
况。老实讲，我们绝大多数人那时候才第
一次听说还有宁夏这个地方，动员时说是
支援边疆，把边疆建设好了还可以回来。
团里还让大家举手表决。

这个团的老底子都是从部队下来的，
服从命令听指挥是部队的老传统，大家都

表示，要一切听从党安排，全部举手同意，
没有一个不举手的，两分钟就决定了 100
多人和家属一生的命运。

动员会后，全团上下都行动起来，装
箱打包，说真的，当时热情还挺高，加上家
属，从办公用具，到生活用具，演出行头、
道具、所有的家当装了满满一列车。我们
团里很多家属在北京都有工作，也申请调
到宁夏，在家属的安排上宁夏做的特别
好，所有家属全部安排到对口单位。我老
伴在北京时是新华印刷厂的职工，调到宁
夏后直接安排到了宁夏印刷厂。

尽管来时热情很高，但火车一路西行
一路荒凉，大伙心里的热度也有了变化，
真的到了宁夏，很多人就傻眼了，刚通车
的银川站还没有站台，边上有两个帐篷，
一个写着货运，一个写着客运，有好多家
属一看这情境就哭了。也难怪，从北京来
到这，大家要有个适应期。

后来给我们安排到文化街一个空空
的大院里，我们自己打土坯，盖房子，很艰
苦，我是从部队里锻炼过的，对吃苦有着
充分的准备。

来宁夏时带着一儿一女，新房子盖起
来后，每家分到了两间，住进了自己盖的
房子里还真是高兴。开始连电灯都没有，
用煤油灯。

我们是一边盖房子一边排练，没有排
练厅，就把院子里的土地平一平当起了排

练场，很快就恢复了演出，第一场演出是
在东方红剧场，也是宁夏京剧团给宁夏人
民的第一次演出。

演的是《闹龙宫》剧场满满当当的。
演员一看观众满场的架势，热情更高了，
有种献礼的味道。那时候演得最多的是
《水帘洞》《四朗探母》《霸王别姬》《闹龙
宫》这些戏，当时有个新闻纪录片，就是拍
的宁夏京剧团演的《闹龙宫》里边的一段
戏，拍过我在镜头里打旋子。

说起打旋子还有段故事，我在北京时
有一个师兄，叫韩运杰，他能连着翻 70个
斤斗，我说我能打 70个旋子，因为打旋子
比翻斤斗强度还大，开始他不信，我俩就
打赌，谁输了请对方吃涮羊肉，最后他在
老北京饭店请我吃涮羊肉。

听高韵笙先生讲述的 3个小时中，已
经 91岁高龄的老人腰板始终挺直，嗓音敞
亮，透出一生从艺的功底和厚礼待人的品
德。说到遗憾处高韵笙老人讲，刚到宁夏
时团里的好角很多，宁夏对这些大角宣传
很少，再加上京剧拼不过秦腔，很多大角
都可惜了。

上世纪 60年代早期，高韵笙在一次练
功中腿部受伤脱离了舞台，相继在宁夏戏
曲训练班、宁夏京剧团、宁夏艺术学校任
教，曾任宁夏京剧团艺委会主任、顾问，
1985年离休。

（薛正昌 蔺银生 马君武 整理）

我是一个新闻老兵，尽管我已于 1998
年 11月离开银川来上海定居，但我对在宁
夏创业的艰苦岁月却永远难忘。

1958年 9月，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筹建
组的李素本和蔺法先等 3名同志来到上海
动员新闻工作者支援宁夏建设。上海人民
广播电台召开了动员大会。在会上，李素
本介绍了宁夏的情况，然后，她伸出两个指
头说：“实话告诉同志们，严格地说宁夏广
播电台现在只有两名工作人员，大量的建
台工作等待大家去筹划。宁夏人民需要你
们，宁夏的建设需要你们，欢迎你们到宁夏
去！”听说宁夏要成立广播电台，又急需建
设人才，许多同志热血沸腾，纷纷报名，要
求到边疆去，到少数民族地区去。我和怀
孕的妻子也不甘落后，抢着报了名。不久，
礼堂里贴出一张红榜公布了 95名支宁人员
名单。记得当时大家互相转告，互相祝贺，
和留在上海的同志倾吐离别之情。这 95名
同志，从编、采、播、录音、增音、发射，到行
政管理，组成了一支完整的广播电台工作
队伍，由后来担任副台长的陈晓光同志带
队，于 1958年 9月从上海出发了。当时，我
妻子生下孩子刚刚 10天，就没有随队伍一
起出发，但为了纪念我们家这一具有重要
意义的事件，我们夫妇特地给孩子取名建
宁。我无法按捺住急切奔赴银川工作的心
情，在孩子尚未满月的时候，离开她们母
子，和上海《解放日报》《新闻日报》的一批
支宁同志一起登上西去的火车。当列车途
经兰州，进入宁夏境内，穿越腾格里大沙漠

时，沿途一片荒凉景象。这是我第一次看
到黄河，看到大沙漠。窗外荒无人烟，但我
心里却充满了兴奋、新奇的感觉。9月25日，
我们到达银川。当时，包兰铁路刚通车一个
多月，银川火车站还没有建好，下火车时，我
们是从车厢里纵身跳下来的。有位离别丈
夫、怀抱幼儿的女同志跳下火车后，看到眼前
的景象，不禁坐在土坯上哭了起来。一位幽
默的记者劝她说：“别哭，别哭，面包会有的，
牛奶会有的，漂亮的火车站也会有的，你的丈
夫也会来的！”女同志破涕为笑了。

到银川的第二天，我就到编辑部报
到。当时的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在银川市
文化街，都是土木结构的平房。编辑部领
导小组由上海电台来的吴文声、安徽电台
来的沙荻、原宁夏省电台的李生祯 3名同
志组成。电台的重点节目是《全区广播站
联播节目》，全台编采人员只有 29人，记者
大都下县下乡采访去了，编辑们挤在一个
大房间里办公。由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将
在 10月 25日成立，电台特地开办了《天下
黄河富宁夏》节目，由我编发。当时，电台
还利用“广播大会”的形式，把党的方针、
政策直接传达给全区人民。那时候，大家
的工作热情十分高涨，工作效率也很高，
记者、编辑们经常在晚上加班写稿、制作
节目，甚至通宵达旦地干。

1960年到 1962年连续 3年自然灾害，
全区人民过着“低标准 瓜菜代”的日子。
各个机关单位都兴办农场。电台在银川市
郊三一支沟发射台所在地办起农场。全台

同志轮流去劳动，自己动手生产粮食和蔬
菜，养猪、养鱼。叶诚台长派他的妻子杨小
琳和记者吴恺下食堂抓伙食。食堂炊事员
用粗粮和白糖制作“康复饼”，供应给因营
养不良患肝炎的同志。有时，记者和编辑
加班写稿到深夜时，就用韭菜和面粉煮一
锅“调和”（实际上是面糊糊），热乎乎地喝
上几大碗，大家觉得胜过美味佳肴，吃得津
津有味。记得在宁夏电台建台 5周年的喜
庆日子，大家用自己农场生产的鸡鸭鱼肉
蛋和蔬菜举办了一次庆祝宴。全台同志欢
聚一堂，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果实，欢庆宁夏
电台经过创业的年月，度过了三年困难时
期，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大家那种欣
喜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建台初期，尽管工作繁重，学习紧张，
生活艰苦，然而全台同志思想稳定，情绪饱
满，纪律是十分严明的。电台领导十分注
重抓思想政治工作，对下乡采访的记者，提
出了要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
共苦的要求，还规定记者无论是在人民公
社食堂吃饭还是在社员家吃饭都要付粮票
交饭钱，决不许多吃多占，也不准在下面采
购紧销商品。当时的记者大部分时间是在
农村里度过的，都经历过艰苦的采访生活，
具有踏实的采访作风。一些从北京、上海
等地来的同志，到西海固山区及盐池、中卫
等地采访，仿佛从大都市来到了穷乡僻壤，
生活不习惯，只能努力去适应。有位记者
刚下乡时怕染上虱子，晚上睡觉把衣服脱
光，用绳子扎好，吊在房梁上。这件事成为

编辑部里的笑料。后来这位记者习惯了乡
村的生活，再也不怕虱子了。那时交通很
不方便，采访主要靠两条腿。语言不通，靠
乡村干部当“翻译”。记得 1959年 10月 20
日，编辑部让我打电话给一位驻县记者，让
他到盐池县一个公社采写一篇庆祝自治区
成立一周年的通讯，必须在 10月 23日以前
发稿，时间很紧迫。他接到电话的当天就
雇了一头毛驴骑上向公社赶去。出了县
城，沿途是茫茫的沙漠，不巧，又刮起了狂
风，黄沙蔽日。他的眼睛被刮得睁不开，驴
背把他的臀部都磨破了。30多公里的路，
到晚上 7点还看不到目的地，毛驴累得在沙
窝里直打转转，不肯前行，用柳枝打了几
下，它索性趴下不走了。记者急得不行，就
掏出包里仅有的几个馍馍喂毛驴吃，过了
好一会儿，毛驴才慢慢往前走。晚上 8点
多，记者总算来到公社，他顾不上吃饭，抓
紧时间向社队干部采访。深夜就在煤油灯
下赶写稿子。第二天又赶紧返回县城，打
电话把稿子传到编辑部，保证了及时播
出。记者们这种不畏艰苦的工作作风和勤
恳的劳动态度，使我们坐在办公室的编辑
们很受感动。

（作者简介：中共党员，祖籍安徽省泾
县,1926年6月生于上海,1949年5月上海
东吴大学法学院肄业,1949年 8月华东新
闻学院结业后到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1958年9月支援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历任
群工组长、新闻部副主任，高级编辑。）

（摘自《西部拓荒》）

宁夏人民广播电台最早的建设者——秦伟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三组

在宁夏创业的难忘岁月
胡传栻

为了统一陕甘宁和晋绥这两个区域的军事指
挥和军事建设，1942年 6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
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1948年 2月改称为陕甘
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部，任命八路军第一二○师师
长贺龙为司令员，政治委员关向应，副司令员徐向
前、萧劲光，副政治委员高岗、谭政，参谋长张经武，
政治部主任谭政（兼）、副主任傅钟、甘泗淇。随后将
晋西北军区改称为晋绥军区，贺龙仍为司令员。

把敌人挤出去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成立后，贺龙、关向应、徐向
前、林枫等，首先遵照毛主席关于“把敌人挤出去”
的指示，在晋绥分局的统一领导下，主力军、游击队
和民兵相结合，党政军民齐动员，把政治、军事、经
济、文化各种斗争形式全面结合起来，广泛开展群
众性游击战争，反对敌人的“扫荡”和“蚕食”，一个
村庄一个村庄地向敌人“挤”地盘。这是一场伟大
的人民战争。经过4个月的努力奋斗，晋西北军民在
827个自然村摧毁了“维持会”，在535个自然村建立
或恢复了抗日民主政权，多数分区把敌人“挤”回到了
交通线附近。到1943年底，共“挤”掉敌人据点54个，
恢复了1000多个村庄，粉碎了敌人大小13次“扫荡”。

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3年 5月 15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
蒋介石乘机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他们一面叫
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党必须交出边区政
权”，一面密令其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积极调
动兵力，准备在我不肯就范时以九路闪击延安，妄
图一举消灭我党我军首脑机关，夺取陕甘宁边
区。此情此景，我党中央和毛主席早有察觉，遂即
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
争。除在政治上向国内外充分揭露国民党蒋介石
企图发动内战、破坏抗日的罪行外，在军事上亦作
好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充分准备。

以贺龙为首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对前方抗战和
后方防御都作了重新部署，形成黄河两岸摆战场的
态势。除令其第三八五旅仍坚守陇东（合水、庆阳、
曲子、孟坝）地区，警备第一旅仍坚守关中马栏襄形
地带，警备第三旅仍坚守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地
区外；将第三五九旅配置在南线的临真、甘泉、富县
地区，独立第一旅配置在北线的佳县、米脂、绥德、吴
堡地区，进行防御；同时命令第三五八旅和骑兵旅集
结于富县以西黑水寺，直罗镇之葫芦河地区，以增强
关中地区的纵深防御和准备实施机动。

由于我党我军在各方面作了充分准备，在国内
外的压力之下，蒋介石不得不收回成命，停止了国
民党军队对边区的贸然进攻，其发动的第三次反
共高潮在西北地区宣告破产。

普遍开展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及其他

纵上所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各部队，在抗战
进入相持阶段，普遍开展了整风和大生产运动。王
震率领的第三五九旅“南泥湾屯垦”，以及苏鳌率领
的四支队定边打盐，都为边区军民树立了光辉榜
样。通过整风运动，普遍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马列
主义理论水平和民族、阶级觉悟及战斗力。

抗战胜利后，贺晋年率领的警备第三旅配合三
边地委于 1945年 10月，成功地策划驻安边国民党
新编十一旅的光荣起义，使其彻底摆脱国民党反
动派的控制，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946年秋天，其
新四旅、教导旅在代司令员王世泰和代政治委员习
仲勋、副政治委员张仲良的率领下，成功地策划驻
横山波罗由胡景铎率领的国民党二十二军保安团
光荣起义。随后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

1947年冬天，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各部队，利用作
战间隙，普遍地开展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
予劳动人民之苦）与“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
志）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通过此次运动，提高了
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增强了部队的团结，加强了
部队的纪律性，发扬民主作风，激发革命热情，大大
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据宁夏党史教育网）

鸦片战争以后，禁烟之举屡兴，禁烟之人辈
出，无奈当时政治昏暗，吏治腐败，你禁他弛，有始
无终。民国四年（1915年），甘肃督军张广建在全
省禁种鸦片，其时宁夏尚未建省，是甘肃省的一个
府，自在禁种之列。但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后
任督军陆洪涛借口为军队筹饷，重新开放，种鸦片
可按亩征税，名曰“寓禁于征”。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宁夏省中宁县有个渠
口堡，乃百户小镇，有烟灯 134盏，平均每户 1.3盏。
有的户父子各有烟灯，并榻而抽，吞云吐雾。同年，
宁夏省政府成立禁烟委员会，省主席马鸿逵自兼主
任委员，各县成立禁烟分会，以各县县长为委员，规
格很高，机构庞大，看样子要大禁了。其实不然，只
不过将民间烟土收缴上来，转弯抹角进了马鸿逵的
私人账房，倒手出卖，由黑变黄（金）。真是禁民不禁
官，禁贫不禁富，禁种不禁抽，禁卖不禁买，其实是只
准马鸿逵自己卖，达官富户，我行我素，照抽不误。

那时，中宁县舟塔乡，有个落魄书生，名叫张
宜之，虽非饱学之士，却在富有之家。其为人也，
嗜好有二，一是嗜烟，瘾大超人；二是嗜文，爱文成
癖。虽然没有大作传世，但也有些小诗短联，流传
乡间。一天，他过足烟瘾，顺手拿起一本《刘宾客
文集》欣赏，忽然翻到《陋室铭》，连看数遍，触文生
情，于是提笔改曰：“灯不在高，有油则明（那时民
间使用的是麻油灯）；枪不在长，有烟则灵。斯是
宁土，惟味芳馨。垢痕上襟黑，烟色入脸青。谈笑
有瘦鬼，往来无壮丁。可以舒筋骨，过大瘾。无政
务之乱耳，无桑麻之劳形。云南龙志舟（云南省主
席龙云字志舟），宁夏马少云（马鸿逵字少云），百
姓云：何陋之有！”张宜之改罢，持稿朗诵，颇为自
得。趁着兴浓，工笔抄录，贴于炕头。真是自甘暴
弃，虽是个人之悲剧，也是时代之写真。后来传到
外面，见者无不捧腹。（据宁夏文史研究馆网）

张宜之歪改《陋室铭》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
光辉战斗历程


